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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期   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日 

 

编者的话：“解放”一词可做如下表述：正义之师代表历史规律，打败逆历史潮

流而动的邪恶势力，救民于水火，建立人民政权，终结几千年的阶级压迫。 

其合法性根据是：之所以胜利，是因为正义，这是由“历史必然性”提供保

证的。虽然历史上出现的，往往是“之所以正义，是因为胜利”。 

胜利者对历史的叙述胸怀大格局，善作大块文章。文章一大，细节上难免

疏漏，于是只许远观，不许深究。以声光效果覆盖记忆：所到之处，红旗飞舞

，万众欢腾…… 

作为亲历者，莫孚先生则提供了“解放”的另一种叙事，虽不宏大，却是耳

闻目睹的百姓视角。 

彼时百姓，并不知“历史必然”这类外来名词，却知道古来夺权者的“顺天行

道”；并不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道理，却知道“改朝换代”的老例。

至于权力之合法性，则如学者所言：国人眼中所谓“正统”不外二等，一等为尧

舜禅让，和平交接，天下不惊，是为德政；二等为暴力夺权，且维持时间够久

，其间免不了刀兵火劫，生灵涂炭。一等是传说中的方式，二等则是现实中的

法则。再至于匪患，古已有之，匪变官，官变匪，正所谓成王败寇。在传统社

会中，百姓只求活命过日子，并不追究权力交迭的正义与不义。 

身处动荡岁月，众人的选择，正如吴宓先生所言，有祸福而无是非。 

及至土改镇反，尘埃落定，百姓们终于“觉悟”，明白了“大是大非”，于是顺



民就成了暴民，依托胜利者，向失败的一方施暴。对此，“宏大叙事”的论证是

：只要目的正确，手段可以不正确。 

莫孚先生的个人记忆，或许可以为如今依旧字正腔圆的“红色记忆”拾遗补

缺。 

 

 

         广西剿匪反霸见闻       莫孚  
 

1949年夏天至 1951年春天，是一段风云变幻的岁月。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我目睹了
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和共产党军队的胜利进军；也看到了其后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反对共产党

的抗争和解放军的清剿运动。对于这一切，作为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人，不谙世事，当

时许多问题自然是不清楚的，但，在这期间的打人、杀人和清剿，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难

忘的记忆，至今仍心惊胆寒。 
 

一、国军的溃败 
 

我的家乡在广西平乐县。1949年 8、9月间，经常可见国民党的军队从我们这里的公路
路过。军用汽车装着满满的物资，军人们背着行装和武器在公路上行走着，显得十分疲倦

。不时也可看到指挥官给士兵们鼓劲，指挥大家唱歌：“中国省份二十八，广西子弟最刚

强，雄壮，真雄壮”。大人们告诉我，这是多年前的桂系军歌，如今这些军人们唱来不大

协调，因为此时他们吃了败仗，一路由湖北、江西和湖南退回广西，当年的雄壮气魄早已

不复存在了。 
入夜，军人们就在路边的村庄住宿。他们借用老百姓的东西，用后是归还的，买东西

也给钱，显得还算有纪律。休息时一些军官和士兵就围在一起赌博，一些人则在老百姓房

屋的外墙上用石灰水写大标语，宣传“国军必胜，共军必败”，“共匪想吃广西的粮就要

拿命来装”。显然这是大话和空话，他们节节败退就是最好的明证。 
9 月初开始，见一些军队又往前方开去。听说是出龙虎关往湖南，准备到衡阳一线阻

击解放军。因为白崇禧妄想阻止解放军进入广西，衡阳是进入广西的大门，他决心在衡阳

、保庆一带摆开架势，与解放军决战。 
9 月中旬衡宝战役打响，白崇禧这个小诸葛还真的露了一手，他的部队曾围歼了一个

师的解放军，得到了短暂的胜利。但最终有四个师被解放军歼灭，衡保战役以解放军的胜

利而告终。此后，广西的大门被打开，解放军沿湘桂走廊长驱直入，沿途再没有什么大的

战斗。11月 22日解放军占领桂林，12月 6日到达平乐，我的家乡被解放了。 
记得在 10月初，一天父亲带我进县城，在大街上贴布告的墙上看到新的大字报，说共

军打来了。听大人们说国军在衡阳吃了败仗，共军正蜂拥进入广西，不久就会打到我们这

里了。此时住在县城的人们显得惊慌，都在准备逃到乡下。 
大约在 10月下旬，我们村上一个在国军中当兵的人回来了，此人名蓝老八（人们习惯

称他八老爷），年龄约四十多岁，是光棍汉。此番他带回一个军中伙伴，此人名叫何孔，广



西富川县人。蓝老八说他们是在衡保战役中被共军俘虏后放回来的。晚上他经常给村上的

人讲战斗故事，我们一班小孩子常常围着听。他说衡保战役打得很激烈，枪炮声不绝于耳

，互相冲击，几进几退。他们连守一个山头，几乎一半人都死掉了，算他命大没有死。共

军打得确实勇敢，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照样往前冲。他们的弹药不多了，共军来势凶

猛，连长就叫不要再打了，留下一条性命吧！连长把自己手上的金戒指拿下来送给士兵，

叫大家各自逃命，就这样他们都做了俘虏。被俘后几天，除当官的外，士兵都被放了，让

他们回家。回到桂林后，看到原来的军长李本一贴出告示叫士兵们归队，有的人去了，他

们不去，想回家，再不想去当兵了。 
 

二、残余势力的反抗 
 

平乐解放后，开始一段时间是平静的，国民党的大部队早就逃到海南岛去了，留下来

的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有的逃到乡下躲藏，有的则公开站出来欢迎解放军。1950 年的春
节后，这种平静被打破了。 

早在 1949年 10月，白崇禧败退桂林，指令广西各地（特别是桂林各县）成立“广西民
众反共救国军”。为此，平乐县成立一个独立旅，隶属第 10军 28师，旅长尹治隆，下辖 3
个团。平乐解放时这些人在乡下潜伏，暂无活动。 

1950 年的春节过后，这些躲藏在乡下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按捺不住开始活动了。那些原
来站出来欢迎解放军的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此时也拉上原班人马脱离解放军的控制，到

乡下去公开反对共产党了，如曾当过国民党军队团长、政府县长、平乐专区警备司令的李

瑞熊（平乐县沙子保和人）。1950 年 6 月，原国民党桂东军政区平乐专区“总体战”督导
团团长蒋如荃，在他的家乡（桥亭乡桃林村）组织“反共救国军”第七军，他在幕后指挥，

直接指挥唐必宽、蒋作光等 500 余人在平乐与昭平两县交界的山区从事反共活动。据县志
记载，至 6月底，县内共有 22股国民党的地方残余势力约 3600多人，他们占山为王，各自
为政，从事反对共产党的破坏活动。 

我们村也有两名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头目。一为潘彪，他组织了 130 多人的队伍，自任
“湘桂边区游击纵队”直属暗杀队大队长；另一个为洪桂生，他投奔到荔浦县“反共救国

军”第八纵队司令潘卫农处，当上了一名营长，不久又撤回平乐水源一带组织数十人的队

伍。 
听大人们议论，恭城县钟祖培（北伐时当过团长、旅长，后升任中将副军长）、阳朔县

的林俊美、石作衡、廖元生等都先后组织“反共救国军”与共产党对抗。这些反共活动在

1950年的 6月至 9月达到最高潮。特别是 6月 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
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蒋介石也很快会反攻大陆，是反共的大好时机了。他们有的进攻县

城和乡镇，有的则围攻农会，杀害农会的干部；有的则在公路上抢劫军车，与解放军对抗

。一时间似乎有天下大乱之势。 
1950 年的全年，因为在动乱的岁月里，乡村的学校都没有开学上课，我们一班小孩就

在家帮助看牛、割草。6 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们几个小孩到高山岭头割草，突然看到有
十多个背着长枪、短枪的人（反共救国团成员）向我们走来，并挥手让我们回去。我们不听

，继续割草。不一会，山脚下的公路边突然传来哒哒哒的枪声，把我们吓了一大跳，连滚

带爬的往家里跑，草也不要了。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惊慌极了，回到家后心仍在剧

烈地跳动。后来听大人们说这是潘彪的反共部队在公路上拦劫解放军的汽车，当场打死两

名解放军，活捉一名，其余的逃回县城了。在山上向我们走来的那十几个人就是来控制制

高点放哨的。这是我亲眼目睹的反共救国军与解放军的对抗。 
在这些反共活动中，如钟祖培领导的恭城暴动，蒋如荃领导的攻打桥亭、阳安两镇，



尹治隆领导的攻打二塘镇，钟祖培、李瑞熊领导的攻打阳朔县黄家解放军驻地，都是较大

规模的战斗，双方各有死伤。但，这些国民党残余势力的袭击最终都因解放军的援军赶到

而失败了。 
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一方面攻打县城和乡镇，一方面则张贴布告、大标语，警告老百姓

不要支持解放军，同时鼓动老百姓参加他们的队伍。一时间确有少数老百姓投奔他们。对

于积极为解放军办事的农会干部他们则予以抓捕，有的被杀害。我们村的李本记就被潘彪

的暗杀队给杀害了。 
当时农村中的老百姓是处在两难之地，解放军来要应付，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来了也要

应付，谁都不能得罪，在惊恐之中不得安宁。因为新的政权刚建立，人们对共产党尚未真

正的了解，一些人的心里存在一种想法，当年日本人来广西不到一年就走了，共产党来了

还会是这样吗？因为当时社会尚不稳定，人们对形势还看不清楚，所以谁来了都得应付，

都不敢得罪。老百姓就是这样在动荡中过日子。人们的这些疑惑是可以理解的。 
1950 年 7 月下旬，国民党的残余势力邹家坤（平乐二塘人）部队约 150 多人来到我们

村，马上指令村上较有名望的蓝老五为他们筹集军粮和菜等。蓝老五不得不各家奔跑筹粮

，并杀了一头猪给他们。这些残余势力没有钱付帐，留下欠条，说是等“反共胜利后再加

倍付款”。这帮人在我们村住了两天，我们村离县城只有 20华里，人们生怕解放军在此时
到来发生交战，那老百姓就要遭殃了。他们在这里驻扎，曾对村上的百姓们大肆宣传，说

什么“共产党是不会长久的”，“当年的日本人来不到一年就跑了，共产党也会和日本人

一样，在广西是不会长久的”。老百姓当然不置可否，只是听听而已。我当时看到这些人

对老百姓还是很友善，并不像抢劫和杀人放火的强盗。 
中共建国后，据当时的报纸报导，溃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一面指示华东、

华南、西南等地区的残兵败将负隅顽抗，一面出动大批飞机窜到上海、南京、杭州、广州

等大城市及沿海一带狂轰滥炸，进行骚扰破坏。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以为反攻大陆的

时机已到，一面整军备战，一面派遣特务潜入大陆内地活动，企图里应外合，“光复大陆

”，气焰十分嚣张。 
从以上这些报导，可以看出当时平乐、恭城、阳朔等地方出现的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

的反共活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来的。这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在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兴起之时，曾有人多次动员我的父亲参加，我父亲都推脱不去

。他们的头目如尹治隆、曹志刚、潘彪、洪桂生等，我父亲都是认识的。特别是潘彪和洪

桂生，不但是本村人，而且在抗日战争中还共同在自卫队一起打过日本人，彼此都十分熟

悉。 
父亲之所以不去是得益于听了尹承纲的意见，否则早就没命了（文革中却惨遭杀害了）

。尹承纲是平乐二塘乐塘村人，早年曾跟随白崇禧、李宗仁从军。北伐战争时历任团长、

旅长、师长，累立战功；抗日战争中受中将参军之职。此人为人忠厚正直，国共内战时他

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失败已成定局，因而弃军办实业和教育。我父亲原来的妻子（早逝）姓

尹，也是乐塘村人，尹承纲是她的堂兄。1945年冬至 1948年春，我和父亲、母亲住在县城
，就是租住尹承纲之弟尹承纪的房屋。尹承纲从外面回到平乐多在尹承纪家里，常常谈到

当前形势。我听父亲说过，尹承纲曾对他们说“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都打不过共产党，再

搞什么游击队还有什么用，不是自取灭亡吗？”“还是老实本分一点为好。”这些意见在

父亲的头脑中起了作用，所以他一直老老实实地行医，不参与别的活动。 
尹承纪于 1950年初和他的三女儿尹之莲到香港去了，他的二夫人本来也是同去的，但

临上船时又不去了，据说是舍不得家产，结果在 1951年反霸时被以恶霸论处而枪杀了。 
 

三、剿匪运动 



 
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残余势力被共产党称之为“匪”，他们的各种反抗被视为“土匪暴

乱”，当然不能为共产党所容忍，必然会遭清剿。 
早在 1949年 6月 15日，在新政协召开之时，毛泽东就宣布，中央政府一成立，一是要

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革命的捣乱；二是要加紧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建设。1950 年 3
月，在全国开展剿匪的同时，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6月 6日，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对镇反工作再动员、再部署。6 月 14 日，决定成立人民法院
，运用司法程序来镇反。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共镇压土匪和反革命的决心之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广西各地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如此明目张胆的反共，就引起了中共中

央和毛泽东对广西镇压不力的极大不满。他们认为广西比西南解放在先，西南解决了“土

匪”问题，而广西却落在后面，为此毛泽东批评广西的剿匪是全国最差的，并且存在严重

的右倾，“镇压不足，宽大有余”，“该杀的不杀，该抓的不抓，重刑轻判，宽大无边”

。10月 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同时加派领导
人和部队到广西。由此，一场大规模的剿匪运动迅即展开。 

平乐的剿匪运动从 1950年 12月初开始。遵照毛泽东的“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
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县里成立了“剿匪委员会”统一领导剿

匪工作，同时成立县武装大队，区级成立区中队，村建立民兵，配合野战部队共同剿匪。

并利用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士成立“招抚委员会”，招土匪下山投诚，以获得宽大处理。当

时反复宣传的剿匪方针政策是“军事打败，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结合”；对土匪实

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以此争取多数，打击

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达到彻底消灭匪特之目的。 
毛泽东的指示果然奏效。在解放军的野战部队、县大队和民兵的共同围剿下，大兵压

境，老百姓自不敢支持土匪，土匪被围困后，往往因为缺粮和子弹而分散逃窜，这就容易

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同时，由于政策攻心起了作用，许多参加土匪的老百姓主动向解放军

投诚。不到一个月，土匪的队伍迅速瓦解，一些头目在“招抚委员会”的号召下也放下武

器投诚，余下的骨干分子和主要头目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到处受到围捕，又没有吃的，

最终不是被抓就是被击毙。 
我们村因为出了一个反共头目洪桂生，剿匪部队和民兵经常在晚上来搜捕。记得在 12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剿匪部队悄悄地进到我们村，先到洪桂生家搜查，然后由他的兄长洪

福佑带上剿匪部队到我家，因为我家和洪家向来关系密切。剿匪人员没有声张，由洪福佑

叫开门。当时我们一大家人正在烤火闲谈，门一打开，剿匪人员冲进来，同时哗啦啦的拉

动枪栓的响声，伴着吼叫声，逼着人们往后退。母亲拉着我和弟弟迅速退到房里，我感到

十分害怕，弟弟们则被吓哭了。剿匪人员当即在屋里到处搜查，没有发现什么，后来向大

人们说了一通话而离开了。 
剿匪部队在我们村守了一夜，下半夜时有数十名土匪经过村口的山坳，与剿匪部队发

生交火，土匪被打散了四处逃跑。第二天早上，听说三马塘那边有一股土匪被包围了，正

在激战，在我们村的剿匪部队要赶去支援，迅速做好了饭菜，要几个青壮年为他们送饭去

。下午，送饭回来的人说，被围困的土匪全被解决了，有的被活捉，少数被打死，只有个

别逃脱了。剿匪运动就是如此的过程吧！我们村的反共头目潘彪，就是在他的手下投诚或

者被抓后，他一人东躲西藏，终于被解放军发现因拒捕而被当场击毙，民兵们把他的头割

下来挂在公路边的树上示众。 
反共头目洪桂生则是自杀身亡的。我目睹了他自杀的全过程，至今尚记忆尤深。1951

年 1 月中旬，一天早上，洪桂生的部下王阿三被抓获后，交代有一支长枪藏在我们村土地
庙的墙上，他主动带解放军来庙里取这支枪。土地庙共有三间房，中间一间供着菩萨，左



边一间放着一付棺材，右边一间存放杂物（王阿三的枪就藏在这间）。当解放军押着王阿三

寻找枪支时，惊醒了在左边房棺材底睡觉的洪桂生（他大概是昨晚潜回到这里躲藏的）。他

一听有人，慌忙掠起，嘴角碰到棺材边出血了，当即用驳壳枪向右边房的解放军射击，并

投出一颗俄式手榴弹，幸未爆炸，否则解放军就会有重大伤亡。听到枪声，解放军和民兵

迅即躲避，有的掀瓦背爬了出来。很快土地庙就被包围了，这次洪桂生是插翅难逃了。 
当时我正在家里吃早饭，听到枪声和“洪桂生被包围了”的喊叫声，当即丢下饭碗，

带上我的弟弟（4岁）和一个堂弟（7岁）上到楼上由窗户往外观望。这个窗户正好对着土
地庙，对洪桂生的一切举动看得十分清楚。只见他蹲在门边的墙角，手握驳壳枪，不时向

外射击。叭！叭！清脆的枪声震惊了山村的早晨。大人们都出门观看了。解放军和民兵并

没开枪，看得出来是想抓活的。此时解放军把洪桂生的亲哥洪福佑找来了，要他喊话劝他

的老弟出来投降。只见洪福佑在离土地庙约 100 多米的地方站着，面对土地庙大声喊道：
“你把枪丢出来，投降了，没有退路的了，投降了解放军是会宽大的。”洪福佑反复喊话

，解放军和民兵也多次喊“缴枪不杀”，但洪桂生在庙里不时向外射击，有时又答应两声

“缴枪了，你们保证生命安全吗？”大概坚持了二十分钟，洪桂生突然冲出来，高喊着“

缴枪了”，却朝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而倒地毙命了。 
这时所有参战的军人和民兵，还有村里许多大人和小孩们都围上来看洪桂生的尸体。

只见洪桂生双眼闭着，身上流血把衣服染红了。解放军和民兵们则谈着这段时间追捕的艰

辛和胜利后的高兴心情，许多人举着枪向空中射击，以庆祝胜利，发泄心中的喜悦。 
解放军的负责人叫洪福佑把尸体收去掩埋，但一些民兵积极分子则抢着把尸体拖到农

会的公路边上，最后割下了洪桂生的头挂在公路边的树上示众多日。看到这一切，当时我

的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人死了还要把头割下，未免太残忍了。洪桂生虽然反共，但他

在本地并未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总觉得我们村的老百姓对他并无多大的仇恨。他的自

杀也算是明智的，如果投降了结果也会是七斗八斗以后而枪决。许多投诚的反共头目后来

都被杀掉了就是明证。 
 

四、枪毙土匪恶霸 
 

1951 年 1 月，平乐县内的 22 股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即共产党所称的土匪，约 3600
多人被全部清剿完了，剿匪运动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主动投诚的一般成员，部分人确属老

实的百姓，经教育后放回家了；而多数人、特别是一些头目和骨干成员，不论是投诚的还

是被抓获的，都在关押着，等待下一步的处理。 
新年开始，即将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为了使土改顺利开展，使老百姓忠心地跟共产党

走，不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镇压农村中的土匪及恶霸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大开杀戒

成了当时的主流，村村都在杀人，而且这种杀人完全没有司法程序。土匪中的小头目及骨

干成员，区级政府批准就可以杀；大一些的头目县级政府批准就能杀。总之，枪毙一个土

匪或恶霸轻而易举，就像笼子里关着的鸡，只要有人喊杀，此人就绝对死定了。 
我当时耳闻了大人们谈论的许多杀人事件，我自己也目睹几起，看到那种种打人和杀

人的场面，至今仍心有余悸。 
1、1951 年 2 月，听到二塘赶圩回来的大人们说，今天二塘枪毙了 20 多人，有匪首邹

家坤及国民党的反动人员地主伍晋衡等，全是用机枪来扫射的，不死的由民兵再去补枪打

死。 
2、尹承纪的二老婆也是在 2月被枪杀的，罪名是女恶霸。听说开斗争会时把她的衣裤

都剥去了，只留内衣和内裤，大冷的天里被冻得全身发紫，推出去枪杀时已不能动弹了。

我和父亲、母亲曾租住过她在县城的房子，与她们家同住，平时我称她为八舅娘。我对她



的印象不错，白白的面孔，说话大声，平时爱打牌赌钱，但对周围的人和她家的两个丫头

还是和善的，并未见什么霸道行为。一个妇人，并未反共也未杀人放火，却被说成恶霸，

成了枪下之鬼，实在有些令人想不通。 
3、我们村的潘大力，一个年近 60 岁的男人，成了我们村反霸的第一个枪杀对象。他

是我一个堂侄的外公，也未干过什么坏事，在地方上是较有名望的人，县里成立“招抚委

员会”时他还是委员。土匪招抚下山了，他也被枪杀了。 
4、舅父的含冤被枪杀。我母亲的亲哥哥、我的八舅父莫锦林，阳朔县福利竹仔简村人

。过去他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连长，转业后当过村长。为人一向忠厚、老实、本分。反

共势力兴起时，一些头目硬拉他去参加，要他做参谋，从未杀人放火。开始剿匪后，他们

一家四口人曾来我们家躲避。剿匪运动快结束时，八舅娘和两个小孩先回去了，不久来信

说没事了叫他回去。1951 年 1 月中，我与八舅父同去（舅父的想法是带着一个小孩，如果
在路上遇到盘查方便说话些）。后来听说舅父回去不几天就被抓，半个月后就在阳朔枪杀了

。 
随八舅父回家途中，曾听老百姓说沙子镇当天枪杀了几个土匪头目，有黄金福、何老

桥等，大人们说他们都是主动投诚的，也被杀掉了。 
5、李瑞熊父子同时被枪杀。如前述，当解放军进平乐时李瑞熊是出来欢迎的，但不久

就拉上他的原班人马下乡反共去了。剿匪后，他的部队被打垮，他潜回家乡沙子保和牛头

村，不久即被抓获，1951 年 3 月底与他的儿子一起在平乐县城被枪杀。听说枪杀他之前，
他父子二人的手是用铁丝穿过手心来捆绑的。 

6、目睹王阿三被枪杀。王阿三是隔壁长冲村人，洪桂生的部下。当他被抓获后又逃跑
去跟洪桂生，第二次被抓是回家找食物吃，被家人抓住交给剿匪部队的。虽然他坦白交代

了有一支长枪藏在我们村的土地庙，并带解放军来收缴这支枪，最终也难逃死亡的命运，

而且死得十分惨。斗争王阿三那天我去看了。王阿三与潘石生、陶桂有和另一姓潘的人，

都是潘彪的部下，四人一起被押到斗争会场，上台去斗的人都用力拿竹棍打王阿三，打得

遍体鳞伤，全身青紫，叫人惨不忍睹，其他三人则未被打。看到这种打人的场面，我感到

很害怕。最后把这四人推去岭边枪杀，王阿三几乎不能走了，是被人抬去的。 
7、到水源村看斗争会杀人。水源村离我们家约 5公里，一天，农会通知去参加斗争会

，大人们去，我们几个小孩也跟着。到达会场时，只见台上跪着四个人，五花大绑，民兵

荷枪实弹地看押着，周围站了不少拿枪的军人和民兵，气氛十分严肃。只见一些人轮流上

台去斗。被斗的四个人听说全是反共头子曹志刚的部下，一个姓唐，小名叫麻子连，其他

三人记不起名字了。麻子连开始是农会干部，反共势力猖狂时，他反水投入其中，因而这

次斗争会所有的人都向他开火，用棍子把他打得半死。会后把这四人推到田边空地上枪杀

。之后，我看到粉岩村的老徐（一个当时较有名的剿匪积极分子、县大队队员）用刺刀逐个

去捅这些已死去的人，边捅嘴上还边骂个不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解恨。我觉得太残忍了

。 
8、看李巧初被枪杀。1951年 5月，为了推动土改斗地主运动的开展，区里组织斗争大

会，以给各村树立榜样。一天，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参加斗争大会，各村的地主也被拉去

陪斗，许多老百姓都去受教育。会场设在县城对河的南福村，这天斗的就是该村的地主李

巧初，一个年约 40多岁的女人，细小的身材，跪在台上给贫下中农轮番上台批斗。全区的
斗争大会，人山人海，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大的场面。会后，即把李巧初推到路边的土坡

上枪杀，是用沙枪来打的，多枪才能打死。最后区政府的领导人讲话，号召各村农民积极

投入土改和斗地主运动，求得翻身和解放，同时警告各村的地主，只能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和自己的财产，配合土改，否则李巧初就是榜样。 
9、看枪杀蒋如荃。据史料记载，蒋如荃生于 1888 年，平乐县桥亭桃林村人，生于书



香富裕之家。幼年好学，且爱体育，1906 年入桂林陆军小学，毕业后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
学。武昌起义爆发，参加革命军与清军作战。1914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1916年毕
业分配在桂军任营长，1927 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团团长，后历任南宁、玉林、梧州、平
乐等地区民团指挥官。1947年 11月升中将，1949年 10月接受白崇禧的命令成立“反共救
国军”从事反共。 

1951年 9月 17日，平乐县政府在二塘九龙村召开公审蒋如荃大会，我们学校也组织师
生参加。我们离得远，只隐隐约约看到蒋如荃跪在台上，当时尚没有扩音器，上台去斗的

人讲话，都是工作人员用喇叭筒重复。会议负责人宣读了他的反共罪状，之后推出去枪杀

了。那天还斗争了一名二塘石板桥村姓张的地主，也枪杀了。 
 

五、结束语 
 

据官方数字，中共为了在新解放区开展肃清国民残余势力的工作，即剿匪运动，从

1949年冬开始至 1952年底结束，出动了 39个军 140多个师约 150万人，共消灭土匪武装
240万人，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 127万人，管制 23万人，杀掉 71万人。 

在广西，歼灭土匪约 93万人。在平乐县，歼灭土匪 3600多人，其中投诚的 830多人，
围歼和俘虏 2810人。在这些人中，排长以上的匪首 306人。被击毙的匪首如唐必宽、潘彪
、蒋作光等；活捉的匪首如李瑞熊、周国治、周玉麟、廖唯民、张少甫等，以及恶霸、国

民党军政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共 591人被抓捕，部分人被镇压。 
官方公布的全国只杀了 71万土匪，这一数字显然是大为缩小了的。就以我们一个村来

说，有 12个自然屯，约 2000人口，被杀掉的恶霸和土匪就有近 20人，可以肯定，全国杀
掉的绝非只有 71万。 

在一个社会的变革时期，胜利者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对那些为维护旧政权

而动刀动枪、杀人放火而又拒不投降的顽固分子实行镇压，这是必要的。中国的历代社会

变革大多也是如此进行的。但共产党剿匪、反霸运动，所杀的人就远远超过了历朝历代，

许多不应杀的人也杀掉了，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 
就以笔者的家乡平乐县为例，在剿匪反霸中，所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即共产党所称之土

匪）的大小头目，不论是俘虏的还是投诚的，几乎全部被杀。他们中有的参加过反清的武昌

起义，有的参加过北伐战争，这些人在历史上是有一定贡献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不

信仰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但他们已经放下武器投降了，就一定罪该当诛吗？笔者认为

起码多数人是不该杀的。敌对势力的一方，只要他放下了武器，不管是被俘还是投降，他

的人权（特别是生命权）就应当得到保护，这是最码的人性和人道。 
至如枪杀恶霸，像尹承纪的二夫人，一个女流之辈，她算哪门子恶霸？我们村上的潘

大力，一个已经 60岁的老人，地方上有一定的声望，并无为非作歹之事，也成了恶霸，岂
不令人好笑吗？我们村上枪毙的潘孝发，也只是当过村长而已，并无劣迹；其他的如潘石

生、余阿七、陶桂有、王阿三……等多人，也只是一般的土匪成员，都被枪杀了，这些人

真的该杀吗？ 
剿匪、反霸错杀了许多人，这是客观事实。此事已经过去 50多年了，死者长已矣。但

，回顾那一段动荡的岁月，认识历史是非，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后人不至重犯类似错误

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大事。 
 
作者简介： 

莫孚，广西平乐人，1937 年出生，1960 年毕业于桂林冶金地质学校，两年后，在该
校任教。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开始反思历次政治运动，写有多篇关于土改、大跃进、文革



方面的文章。 
 


